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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塾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教育，束脩是塾师的基本收入。徽州文书《门人姓名附录典故》记录了清同治年间

徽州黟县宏村一位万氏塾师的束脩收入情况，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一个门人一年要向先生交三次束金，每次束金一般在 500~600

文，一学年就是交 1500~1800 文，另有鸡蛋等。以一年收门人 20 人计，一个塾师年收束金达 30000~36000 文。如此收入，比照

当时、当地的物价，应属中等偏上。此个案在徽州具有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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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教育，塾师队伍是中国古代一支最基础的教师队伍，而束脩是塾师的基本收入。学术界关于

古代塾师的待遇及经济收入问题也有一些研究，但成果不多，所作的研究也一般是宏观叙述的为多，微观研究不够；所依据的

资料大都是如方志、谱牒等文献记载的材料，文书资料很少利用，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也一般是应然性的而不是实然性的。[1-3]

新近出版的《徽州文书》第二辑第八、九卷中收入了新发现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所藏清《黟县十都宏村万氏

文书》，
①
其中有一部同治三年春月立《门人姓名附录典故》的类抄簿册。[4]本文以此为中心，就徽州一个普通乡村的一位普通

塾师在清同治年间招收学生而获得的束脩收入的具体情况作微观个案研究，从塾师自己的记录来看学生交束脩及塾师获得收入

的实际情况。 

一 

《门人姓名附录典故》系类抄手写本，它是《黟县十都宏村万氏文书》中的一份。 

《黟县十都宏村万氏文书》共有 386 份，最早的是《清康熙二十四年九月汪名化等立卖屋基地赤契》，最晚的是《20 世纪

50 年代初万松如自种田收谷账单》。内容除田地、山坦、房屋、基地等买卖和典当契约外，还有推单、业主执照、易知由单、下

忙执照、串票、田赋征收券执照、收据、收租字、账单账簿、笔据、礼单、信函及包契纸等。成册的除《门人姓名附录典故》

外，还有《清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八年流水日志》、清末《课程》、《清康熙二十四年九月至民国十九年十一月置产誊契簿》等。 

《黟县十都宏村万氏文书》是 2000 年 5 月 3日在黟县宏村发现的，其出自地亦是宏村。黟县宏村是一个始建于南宋绍兴年

间的徽州古老村落，由于较好地保存了原貌， 2000 年 11 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该村位于黟县北部，

                                                        
①
 刘伯山编纂：《徽州文书》第二辑，第八卷第 1~547 页、第九卷第 1~79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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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有万村、郭村、叶村、卢村、丰登、西山等村；村中第一大姓是汪姓，另有万姓、吴姓、郭姓、韩姓等。《徽州文书》第二

辑除收入了万氏文书外，还收入了宏村两户汪氏文书和一户郭氏文书。 

《门人姓名附录典故》高 127 厘米，宽 180 毫米，共有 58 叶，其中正文有字叶 56 叶，另内夹有散件单叶 6 份。封面注有

“清同治三年岁次甲子春月立”，这应是其所立的时间。作者查无记录，册上亦未注明，但从其是属于主体性极强的类抄记录性

文本，并且是作为归户的宏村万氏文书的一份情况看，主人当可确定为生活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一个黟县宏村万氏族人，又

从所记内容来看，此人当是一个塾师。《门人姓名附录典故》记录的内容主要有四部分。第一部分内容为杂抄，抄录天下尚缺官

位及其养廉及孔子等一些中国历史名人的年龄情况；第二部分内容即门人姓名和交束脩情况；第三部分是字类，所录的一般是

难字或有典故的字；第四部分为典故。内容虽然较杂，但仔细分析，都与教育有关，由此可进一步推断《门人姓名附录典故》

的主人和作者应是一个塾师。 

二 

《门人姓名附录典故》内容的主体部分记录了门人姓名和交束脩情况。这又分两块，第一块是用两面通记了所有门人姓名，

计 36 人，其中还记载了不少人的出生年月，如： 

胡荣利，生命甲寅四月十一卯时；万淳钧，生命丙辰正月十六日戌时；汤加九，生命丙辰；汪启源，生命甲寅五月初十日

午时。 

接下来就是各门人交束脩的具体记录。 

从《门人姓名附录典故》所记载的门人姓名看，诸姓皆有，不仅有本族的，更有外族的；门人的学期一般为 3~4 年，尤以 3

年为多；束脩是每个门人都要交的。兹将记载列前 3位的门人入塾、出塾及交束脩情况照录如下： 

胡荣利，甲子正月二十二日入塾。 

甲子：五月初四，午脩，钱六百文、子六； 

八月初八，秋束，钱八百文、代子六个； 

十一月十八，年束，洋钱乙元、子六。 

乙丑：五月，午，洋钱乙元、连子； 

秋束，钱八百、子六； 

年束，洋钱乙元、子六。 

丙寅：午束，钱八百、子六； 

秋束，洋钱乙元、子六； 

年，洋钱乙元、子六。 

丁卯：三月出门，送菓子二包、子六个、钱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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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淳钧 

五月十二，午束，钱四百； 

八月初四，秋束，钱四百、子十； 

十一月二十二，年束，钱四百、子六。 

乙丑：五月，午束，钱四百、子六； 

八月，秋节，钱四百、子五； 

年，钱六百、子六。 

丙（寅）：午节，钱四百、子五； 

秋节，钱四百、子六； 

年，钱六百、子六。 

丁卯：午节，钱四百、子六； 

秋节，钱四百、子六； 

年节，钱四百、子六。 

戊辰：午节，钱四百、子十，菓子二包； 

四月出门。 

汤加九，甲子正月二十二日入塾。 

甲子：五月初四，午脩，钱五百、子六； 

七月，洋作钱九百六十文，又收钱四十文，子六； 

十二月，钱三百、子六。 

乙丑：午节，收钱六百、子六； 

秋节，收钱六百、子六； 

年，收钱八百、子六。 

出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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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记录中，原本中的“钱”字写成草写的“к”字形，此为徽州人一个常用的符号，若有数字前置则用作民间金额码的

量词“角”字，若单独用或前置的不是数字则用作指谓代词“钱”字。“洋”应是指在当时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俗称“本洋”的西班牙银元，含银量为 90%；另一种是墨西哥“鹰洋”，民间亦称“英洋”，含银量 94%。“文”指清政府

造的制钱。“子六”的“子”是指鸡蛋。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年分别是清同治三年（1864 年）至同治七年（1868 年）。 

从上述记录可见，一个门人一年要交三次束脩，即午束、秋束和年束，对应一年的端午、中秋和过年三节；所交的束金有

制钱，有银洋，另有鸡蛋等；出塾时有的还要另加水果或糕点等。如胡荣利清咸丰四年出生，同治三年一月入塾，同治六年三

月出塾，入门 3年多一点，共交束金计洋 5 元、钱 3400 文，另有鸡蛋等；万淳钧清咸丰六年出生，同治三年入塾，同治七年四

月出塾，入门 4年半左右，共交束金 5600 文，另有鸡蛋等；汤加九清咸丰六年出生，同治三年二月入塾，同治四年底出塾，入

塾整 2年，共交束金 3800 文，另有鸡蛋等。 

《门人姓名附录典故》最初是说有门人 36 人，但具体记录交束脩时则是 37 人。现将 37 人交束金情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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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胡荣利丙寅年的年束含出门费 400 文；打“!”的是该次束含在下一次束中连送；有“※”的是该款中包含了贽钱，

它们皆为 200 文。此外，胡福荣、胡福金两人的甲子、乙丑、丙寅年的束金是扣除了轿钱的，甲子年的秋束含在年束中连送，

并且是以二次轿钱作价 1600 文来记录；汪长发丁卯年七月出门，秋束未交，但交了年束，年束的金额包括了秋束；万纯韶原不

在最初的门人名单内，但记载束脩时有了他，并且只交了一次束。 

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门人一年要交三次束金，每人每次交的数额尽管不尽相同，但具体到每年则大致相当；各人每

次交的数额尽管也不尽一样，最高与最低的甚至差到 5 倍，但总体上还是存在一个基本幅度，一般是每人每年交 1200~1800 文。

从同治三年至同治八年，黟县宏村那位万氏塾师共收钱 139500 文，另 23 元 5角。 

现在我们来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1.一个门人平均每年交束金多少 

既然门人每次和每年所交的束金在数额统计上存在一个基本的幅度，就说明束金存在一个社会认同的基本标准，对这个标

准我们可以通过取中间平均值来获得。 

由于表 1是原始表，反映的是同治三年至同治八年这头尾 6年间，黟县宏村那位万氏塾师收门人所交束金的原始总体情况。

现在我们要想获得一个门人平均每年交束金的平均值，就需要对表 1 作统计处理。 

其一，由于各门人入塾和出塾的时间都不尽相同，有的在春季，有的在秋季；所交的束脩，有的是一年三次都交了，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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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交了两次或一次，因此，我们不能以平常的社会年的概念作为取年平均值的基数，而应该取“学年”的概念。既然门人入塾

都必须要交束脩，并且是入了多长时间的学就交多少束脩，而塾学的束脩按惯例又是每年要分午束、秋束和年束交三次，尽管

三次束金数额不尽相同，但就一年来说，还是存在一个大致的平均值。因此，我们就可以定义：凡交足了三次束脩就是交足了

一个完整学年的束脩，每三次束脩的时间就为一个学年的时间。这样，凡表 1中两次的束连作一次交的都必须还原。 

其二，在表 1 中，胡福荣、胡福金两人所交束是并作一起记的，并且其束金额在甲子、乙丑、丙寅年又都是扣除了轿钱。

由于在甲子年曾是二次的轿钱作价 1600 文，代作了两人两次的束，而丁卯年两人每次的束金又都是 800 文，故两人分开统计，

每人每次的束金应是 400 文。同理，表 1 中原并作一起记的王兆泰、王兆益的交束也要分开，每人每次的束金额取原数的一半。 

其三，贽钱是指学生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见面礼金，按理说不属严格的束金，但从表 1 的情况看，许多人的贽钱还是计在

了第一次的束金中，如汪延禧乙丑年初入塾，贽钱 200 文，当年的午束束金是 400 文，合起来是 600 文，而当年的秋束与年束

的束金皆是 600 文。故我们统一将贽钱算作束金。 

其四，表 1中有少数人的束金是交洋的，为了便于统计，应将它们统一折算为文。1 元相当多少文呢?据张研的研究：“外国

银元流入中国之始，以含银量为价，每元值钱 6、700 文，约合纹银 6、7 钱。后来因使用方便，流通广泛，价格上升，超过了

其本身价格。道光间值钱 1200~1300 文，咸丰间涨至 1900 文，几乎与当时银价相等（1 两银约合钱 2000 文）。”[5]但徽州是一

个“介于万山丛中”的地区，黟县宏村更是一个地处僻远山区的乡村，社会一直相对稳定，人们对传统十分恪守，银钱的比价

也保持了长时间的相对稳定，它存在着一个社会认同的基本比值。从表 1 看，人们一般认同 1 元相当于六七百文，尤以取 600

文接近实态。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就可以得到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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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表 2 我们可以知道，从同治三年至同治八年这头尾 6 个社会年里，黟县宏村那位万氏塾师的 37 个门人共交了 286

人次的束金，束金总额为 155500 文。将束金总额除以总人次束，我们就得到平均每个门人每次所交的束金额，约为 544 文；再

将每次束的束金额乘以 3，就是平均每个门人每学年所交的束金额，约为 1631 文。 

这就是说，从《门人姓名附录典故》的记载情况看，至少是在清同治年间，徽州黟县宏村的那位万氏塾师开馆，社会基本

认同的学生交先生的束金额是每人每次 500~600 文，一年要交三次，三次为一个学年，则每人每学年交 1500~1800 文。 

2.黟县宏村那位万氏塾师年束金收入多少 

《门人姓名附录典故》里记载的门人总数尽管是 37 人，但他们的在塾时间是分布在同治三年至同治八年这 6个社会年里的。

现就每年在塾门人数、交束脩次数及束金情况制表如下： 

 

从表 3可以看到，总数 37 个门人，由于各人入、出塾时间不尽相同，分解到每年，则在塾的人数是不尽一致的。但在乙丑、

丙寅、丁卯这 3年里，记录的在塾人数都是 24 人，尽管束次不一样，由之说明具体到各个人来说每年不尽一样，但由于这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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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相对集中，可以反映黟县宏村那位万氏塾师这几年收门人的实际情况，其收入亦可看作这几年束金的实际收入： 3 年总收

入 111200 文，平均每年 37100 文左右。此数值符合 24 个门人理论上每学年应交束金的域值范围。 

三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根据《门人姓名附录典故》的记载，至少是在清同治早期，在黟县的乡村，社会基本认同的

学生交塾师的束金标准是每人每学年 1500~1800 文，换算为洋是每人每学年 2. 5~3 元；一个塾师，以每年收门人 20 人计，则

一年可收束金 30000~36000 文，换算为洋就是 50~60 元。如此收入究竟是高是低呢? 

徐梓在《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一文中披露了一则重要的资料，即刊行于道光三十年的《童蒙急务》在论及“尊师”时，

提出“学钱宜重”，首先是指出了当时塾师收入的偏低状况：“近见蒙馆中，富者学钱止一二千，贫者学钱止七八百，甚至有二

三百文者，殊属不成事体。屈指一堂学生，已有二十余人，统计一年学赀，不过十三四千。比之人家雇工，虽见有余，较之有

等匠师，则大不足。”接着就提出了一个理想的塾师收入的标准：“出得起学钱者，每人一年或四千、五千、六千、七千，务须

尽力具办，不可推诿。如顶上极富者，可出五六十千文，即极贫者，亦宜有二三千之谱。学人不可多，亦不可少，或六七人，

多则十一二人。总计一年学钱，必有五六十千，少亦要有四十千之谱，方可成事。”[3]从这则资料来看，徽州塾师年学钱收入

30000~36000 文是接近理想的情况的，且应当属偏高。但真正要弄清楚徽州塾师的收入是高是低，最好的方式还是比照当时的物

价。 

彭信威在《清代米价表》中，列 1861~1870 年（清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九年）的米价是每公石合制钱 4480 文。[6]844 由此看， 

30000~36000 文的束金只能购米 6. 7~8 公石，如此，收入当属偏低。但笔者认为，彭信威列的米价是当时全国市场的一般米价，

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个具体的乡村塾师的收入高低，除了要有“当时”的概念外，还要有“当地”的概念。那么，当时，在徽州

尤其是在黟县宏村一带的物价情况是怎样的呢? 

首先看谷价。笔者手头正好有 4份 2002 年 5 月在屯溪老街收集到的清同治年间出自徽州婺源的《婺学租执照》，
②
兹将一份

同治四年的《婺学租执照》照录如下： 

今收土名大垅佃人詹润廷交纳乙丑年分学租五秤零斤，折合则银交洋三角贰分五厘整，合给租票收执。此照。 

乙丑年十二月初五日联辉、缉熙灯会给 

1 秤一般是 20 斤， 5 秤即 100 斤。在清同治四年，徽州婺源的 100 斤租谷值银洋 3角 2分 5厘。 

再看屋价。《黟县十都宏村万氏文书》中有一本《清康熙二十四年九月至民国十九年十一月置产誊契簿》，上面抄有同治八

年四月万氏购买本家房屋的契约，照录如下： 

立杜断卖契人万新成，今因正用无措，自情愿将祖遗屋壹所，土名宏村东边街口，坐南朝北，系经理丛字不等号，计地税

壹亩正。其屋新立四至，东至王姓滴水为界，南至甬道石板为界，西至汪姓滴水为界，北至滴水为界。以上四至寸土、寸石、

寸木不留，尽行凭中立契出卖无本纯鹤名下为业，三面言定，时值契价英洋壹佰元正。其洋当日亲手收足，其屋即听改造管业

君（居）住无阻。其税另立推单过户，输纳边粮。未卖之先并无重叠交易，倘有外人声说等情，尽身支当，不涉受者之事。自

卖之后，永不加找，永断葛藤。恐口无凭，立此杜断绝卖契人，永远存照。再批：填“宏村”、“至”三个。又照。再批：上首

老契兵燹遗失，日后检出，作为废纸，不得行用。又照。 

同治八年四月日立卖契人万新成（后略）[7] 

                                                        
②
 《婺学租执照》均为刻印填写， 228×102 毫米。原件藏笔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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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屋位于“宏村东边街口，坐北朝南”，位置很好，面积也比较大，有“地税一亩正”，
③
四至之内不留“寸土寸石寸木”的

出卖，价格也就是“英洋一百元”。 

最后看田价。徽州山多地少，地狭人稠，所谓“即富者无可耕之田”，[8]田地是十分珍贵的，价格也相对较高。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藏有一户《黟县十一都卢村（卢大奎户）卢氏文书》，其所出地卢村距宏村仅数里，其中有一份《清

同治二年十月卢昌云立杜断卖田契》，兹录如下：立杜断卖契卢昌云，今因度支弥急，自愿将祖遗田壹丘，土名硠矿坑，计租佃

三砠正，系经理伏字号，计田税贰分四厘正。其田新立四至，东至；南至；西至；北至。以上四至内凭中立契，尽行出卖断与

本族宗明公祀会名下为业，三面议定，时值纹九大钱九千四百文正。其钱当日收足，其田即听管业耕种收租，其税即听收割过

户，输纳边粮。如有来历不明及重叠交易、内外人声说等情，尽身支当，不干会内之事。今欲有凭，立此杜断卖契，永远存照。 

再批：老契日后捡出，不得行用。又照。（押） 

同治二年十月日立杜断卖契：卢昌云（押）（后略）[9] 

这块田，面积为“田税二分四厘”，价格是“大钱九千四百文”。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还藏有一户《黟县十都宏村汪氏文书》，其中有一份《同治八年四月金李氏立卖田契》，

兹录如下： 

立杜断卖契人金李氏，今因正用，自情愿将祖遗田壹处，土名乌石，计田壹丘，水道照原通行，计实租贰拾砠正，系经理

章字号，计田税贰亩正。其田新立四至，东至；南至；西至；北至。以上四至内凭中尽行立契，断卖与万名下为业，三面言定，

时值曹平价银肆拾两整。其银当日凭中收足，其田听凭管业收租无阻，其税另立推单，收割过户，输纳边粮。未卖之先，并无

重叠交易，如有来历不明及内外人声说等情，尽身支当，不涉买者之事。自卖之后，永斩葛藤。今欲有凭，立此杜断卖契，永

远存照。（押） 

同治八年四月日立杜断卖契：金李氏（押）（后略）[10] 

这块田面积为“田税贰亩正”，买的人就是宏村的万氏，价格是“曹平价银肆拾两整”。据彭信威的《清代制钱市价表》，清

同治六年的白银一两合制钱 1500~1600 文。[6]832 因此，这块田若按当时全国一般市场的比价则值制钱 60000~64000 文。但清

代的银钱比价是有法定值的，即钱 1000 文换银一两。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徽州是个十分恪守传统的社会，民间对官方法定的比

价总是会长期认同并恪守的。如此，则这块田值制钱 40000 文。 

从上述比照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塾师的束脩收入确实相对较高。在清同治四年至同治六年里，黟县宏村那位万氏塾师每年

的束金收入达到 37100 文左右，换算成洋，按当时当地的比价近 62 元；换算成银，按清代法定的比价是 37 两多。这样的收入，

在当时当地不仅衣食不愁，而且可以适量购房、买田、置地。 

不仅如此，一个塾师一年完整的束脩收入不仅仅是钱的收入，还有物。从《门人姓名附录典故》记载的情况看，每个门人

每次交束脩时至少还要交鸡蛋 6个，一年三次就是 18 个。在清同治乙丑、丙寅、丁卯这 3年里，黟县宏村那位万氏塾师共收门

人 208 次束，则应收鸡蛋 1248 个，平均每年就是 416 个。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所以，依笔者的意见，清代徽州乡村塾师的收入，比照当时、当地一般的农户来说，水平当属中等偏上。 

四 

                                                        
③
  所谓“地税一亩正”的“亩”是指“税亩”，系国家造册清丈土地而确定的亩，一般等于或略小于社会的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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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人才辈出，文化繁荣，自宋元以来就有“东南邹鲁”的美誉，这其中塾学教育是基础。尤其是

在明清，徽州的塾学教育十分普及，所谓“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11]“十户之村，无废诵读”。[12]普及的

塾学需要一支庞大的塾师队伍，并且这支队伍还要相对稳定，这样才能保证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而要稳定塾师队伍，经济是

根本的保障。徽州由于山多地少、土瘠人稠，“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灿，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

过数亩。烘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13]

“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14]因此，治生问题是千百年来徽州人时刻面对并要解决的问题，而当塾师就

是徽州一些士人治生的职业选择。方志记载：“士多食贫，不得已为里塾师，资束脩自给，至馆百里外不惮劳。”[15]其中有许

多塾师因束脩收入高而生活丰腴，如明婺源溪源人游茂才因“壈坎未第”而为塾师，“著释《四书》、《尚书》讲蒙行世，凡宿学、

诸生、荐绅、学士每每称诵不倦，门下讲业士丛盈门墙，其贽脩丰腴，自大江以南皆莫茂才若也”。[16]但这只是较为突出的情

况。本文所讨论的清同治年间黟县宏村那位万氏塾师，即是徽州千万个普通乡村塾师中的一个，其所开的塾馆也不单纯是家塾

或族塾，而是面向社会的。因此，研究和了解这位塾师束脩收入的具体情况，应具有从个别中窥见一般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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